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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 4項「優質教育」（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4, 

SDG 4）下，教師的專業與創新能力之提升具有重要性，校長採用正向領導方式有

助於培養教師專業發展和創新教學能力。然而，現有研究尚缺乏對校長正向領導、

教師專業發展和創新教學三者之間關係的綜合討論。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校長正

向領導、教師專業發展和創新教學三者之間關係，依據正向心理學，探討校長正向

領導和教師專業發展如何促進創新教學，以及教師專業發展的中介效果。研究對象

為屏東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透過問卷調查與 SmartPLS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本研

究的測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專業發展和創新教學有顯著

正向影響；教師專業發展對創新教學有顯著正向影響；校長正向領導透過教師專業

發展的中介作用對創新教學產生影響。本研究結果提供校長實施正向領導時強調教

師專業發展角色的參考依據，以促進創新教學之永續教育。

關鍵詞：正向領導、教師專業發展、創新教學、永續發展目標第4 項（SD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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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4 (SDG 4) for quality 

educ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The 
adoption of positive leadership by principals can help cultivate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abilitie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Based o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promote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teachers 
from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Pingtung County, Taiwan.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using SmartP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this 
study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has an impact on innovative teaching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principals to emphasize the rol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en 
implementing positive leadership, in order to promote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sustainabl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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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 4項「優質教育」（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4, 

SDG 4）的觀點：教育需確保包容和公平，讓全民享有終身學習的機會（United 

Nations, 2015），面對國際情勢改變與永續發展之趨勢，學校校長必須發揮領導才

能，運用正向的領導策略帶領學校度過逆境，並激勵、支持教師增進專業成長與創

造正向的校園環境（謝傳崇、葉秋眉，2021；Vera et al., 2021）。正向領導是指校

長以正向取代負向的領導方式，校長與學校成員共同建立正向意義與組織願景、正

向溝通管道，而且要時常表達關懷、營造溫馨的學校正向氣氛，不僅能凝聚教師共

識，也能讓教師勇於發展自身優勢，促進整體學校向上發展（余惠瑄，2019；林和

春，2023）。此外，在校園內，校長透過正向關係也可以增進與教職員之間信任與

連結，減少校園衝突（Vera et al., 2021）。因此，校長學習正向的領導與策略是因

應教育趨勢之首要任務之一。

永續教育相當重視終身學習與教師專業能力之提升，為了提供學生高品質且

多元的教育，教師自身需學會整合各項資源，教師專業發展也要與時俱進。校長除

了實施正向領導作為外，還必須積極鼓勵教師進行專業成長，維持教育品質，以永

續發展為目標。新世代的教師兼具專業知能及終生學習之能力，必須透過持續地進

修與研究，獲取專業知能，從而提升素養及教學能力（孫志麟，2022；黃嘉莉、謝

傳崇，2022），精進教育品質，培養學生的適應力與競爭力，當教師在面對困難時，

可以運用日常生活經驗及自身專業能力妥善處理事情，因此，教師專業發展應具備

知識、能力與態度，吻合十二年國教的教育理念（張志瑋，2022；陳建維，

2022）。

根據教育部（2021）顯示：國民小學教師人數有 83,849人，參與進修的百分

比為 99.07%，代表大部分的教師都會重視自身專業成長。教師的專業成長在

TAILS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中也被認定為必須且需要執行，國家若想為教育帶來更

美好的發展，可以透過建立良好的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不能讓教師專業發展淪為一

種口號，在平常生活中必須加強教師個人的內在認知，例如，發自內心培養對未來

教育品質的責任與義務之心態，而且要持續精進與學習教育新知，方可達到理想成

效。除了教師內在的提升以外，校長也應該透過正向的領導，時時刻刻讓學校教師

充滿團結精神、互相支持鼓勵的校園氣氛，並讓教師利用專業為整體學校的教育品

質努力改進與成長，為學生樹立榜樣（Cherkowsk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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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提及教師需要增進自身專業性之外，教師也須要因應時局及學生的

學習狀況調整或創造新的學習策略。過去傳統教學多是教師講述，並利用黑板書寫

課堂內容，或者利用課程教材解釋重點，再請學生抄筆記，以利課後複習；不過，

隨著科技的進步，大幅改變傳統學習方式，現今課堂中教師可以利用各種資源授

課，例如，PowerPoint 簡報教材、課程電子書、因材網（https://adl.edu.tw/

HomePage/home/）、磨課師（https://moocs.moe.edu.tw/moocs/#/home）等各式網路

媒體輔助學生學習，這些科技資源不但結合文字、圖像與聲音，更讓課堂充滿樂

趣。雖然科技的創新為教學帶來便利，但要實際執行創新教學並非易事，執行創新

教學有幾個重要概念：考慮學生負擔、雙向溝通並允許學生犯錯、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明確的教學目標、鼓勵學生思考等，而且最好能透過引導、帶領及鼓勵教師創

新教學，才能產出良好教育品質（姚麗英，2018；陳郁靜、潘裕豐，2021）。

近年來正向領導議題應用於教育組織逐漸受到重視（Chen et al., 2016; Louis & 

Murphy, 2017; Macgregor et al., 2021; Vera et al., 2021），正向領導以正面鼓勵的領

導風格，著重於激勵團隊成員、激發潛能、以及建立積極的工作環境（謝傳崇、葉

秋眉，2021）。而目前正向領導相關研究主要聚焦於兩兩變項之間關係的探討，例

如，正向領導與創新教學（姚麗英，2018；賴協志、吳清山，2015）、正向領導與

教師專業發展（王妍蘇，2019）。上述研究大多採用量化調查法，從教師觀點探討

其對國中或高中校長之正向領導或教師專業發展之知覺，也有研究關注正向領導與

學生學習表現之關係（謝傳崇等人，2017；蕭文智，2015）。此外，亦有少數研究

以質性個案方法探討國中教師對正向領導之經驗（謝傳崇、葉秋眉，2021），或高

中校長正向領導實踐（陳嘉敏，2019）。整體而言，當前正向領導的實證研究有高

中與國中階段（王妍蘇，2019；巫孟珍、賴志峰，2022；姚麗英，2018；陳嘉敏，

2019；鍾雲英，2018）與國民小學階段（余惠瑄，2019；周竹一，2021；蕭文智，

2015；Chen et al., 2016），但其研究多侷限於兩變項間之探討，缺乏整合性視角以

分析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專業發展與創新教學三者間的相互關係。而且根據 United 

Nations（2015）的永續發展理念在於提高全球各地的教育水平，促進公平機會，

並支持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進步，校長的正向領導確實在教育環境中發揮作用，以往

傳統權威、命令式的領導方式恐怕已無法順應時代趨勢、校長必須改變領導思維，

追求組織正成長，透過正向領導，建立支持教育公平和包容的文化，促進創新和學

習生態的形成，激勵教育工作者和學生，提高學習成果，並促進教育的全面發展，

從而更好地實現 SDG4所倡導的優質教育目標，綜上所述，本研究探討正向領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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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對教育的影響，強調校長採取正向領導的價值與重要性。

本研究建構初步理論模式，指出校長正向領導可經由教師專業發展，進一步

促進其創新教學行為。此模式奠基於 Bandura（1991）社會認知理論的 PBE互動模

式，個體行為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由人（People）、行為（Behavior）與環境

（Environment）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所共同形塑。在此理論架構下，教師專業發

展為一種內在能力建構歷程，可被視為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實踐之間的重

要中介機制。一方面，校長透過建立支持性環境、提供正向回饋與資源支持，有助

於提升教師的自我效能與專業信念（個人），進而促進其對創新教學的接受與實踐

（行為）；另一方面，教師在參與專業發展歷程中所建構的知識與能力，亦能反饋

並轉化學校文化與教學環境（環境），體現「個人亦為環境創造者」的核心觀點。

因此，教師專業發展不僅是校長領導的回應結果，更是推動創新教學與轉化學校環

境的關鍵動力，在 PBE模型的交互架構中扮演橋接與催化的中介角色。學校強化

教師專業成長機制，能有效連結領導者的正向作為與教學現場的創新實踐，實現教

育變革的系統性推進。

本研究採用中介效果模型而非調節或交互效果，係因本研究著眼於探究「變

項之間的作用機制」，亦即理解校長正向領導是如何透過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影響

創新教學。這與調節效果所關注的「何種條件會強化或弱化關係」有所不同。部分

實徵研究亦支持教師專業發展具備中介角色，例如，邱憲義與蕭佳純（2019）、陳

志偉與湯家偉（2020）、黃靖文等人（2023）皆指出，教師專業發展能夠在不同教

育變項間產生中介效果，但現有文獻尚缺乏探討教師專業發展在校長正向領導與創

新教學之間的中介角色之研究，亦尚未見整合三變項關係之理論模式。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小校長正向領導如何透過教師專業發展，促

進教師創新教學行為，並驗證教師專業發展之中介效果。本研究價值與理論貢獻，

在於建構一整合性理論模式，涵納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專業發展與創新教學三項重

要變項，進一步闡釋教師專業發展於其中所扮演之中介機制，期能填補現有文獻之

空白，擴展正向領導與專業成長領域之研究視野。本研究目的與問題如下：

（一） 探討屏東縣公立國小校長正向領導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與創新教學之影響。

（二）探討屏東縣公立國小校長教師專業發展對於創新教學之影響。

（三） 探討屏東縣公立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在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之中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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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正向領導

正向領導意指領導者透過建立信任關係、營造正向組織氣氛，與組織成員追

求共同願景，而且在處理事情時，領導者能夠運用正向思維，引導個人及組織成員

天生善良德性，進而願意為組織而努力（巫孟珍、賴志峰，2022；鍾雲英，2018；

Chen et al., 2016），正向領導旨在激勵特殊表現，協助成員超越自我，並關注人類

的優勢、潛力和能力，以積極樂觀的方式引導，培育良好品德，使個人展現最佳狀

態（Cameron, 2012）。從教育面向來看，校長身為學校最高領導者，應學習應用

正向領導策略，利用關懷、信任及尊重等方式，營造學校正向氛圍，並與教師建立

共同願景與正向關係，時常鼓勵教師專業成長及瞭解教師需求，從旁提供支持及協

助，提升學校教學品質及創造正向意義，帶領學校前進（陳嘉敏，2019；Louis & 

Murphy, 2017）。校長除了運用正向領導方式帶領學校以外，在個人方面也應該要

以身作則，最好能具備信心、希望、樂觀及情緒智慧等特質，時常向外公開分享正

向教育理念，讓事情賦有正向意義，並善用正向語言與學校成員溝通，塑造正面積

極的校園空間，達成組織目標（巫孟珍、賴志峰，2022；周竹一，2021）。

正向領導一詞是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 Cameron於 2008年所提出，源於正向

心理學；正向組織學與正向組織行為學也是其相關理論（Cameron & Plews, 2012; 

Seligman, 2002）。1990年代後，正向心理學的研究變得更加明顯，並跨足各領域；

其與過去傳統心理學專注於負面問題不同，轉而關注人類內外在的正向情緒、正向

心理特質，如希望、快樂、幸福感和復原力等（Cameron et al., 2003;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正向心理學強調運用積極樂觀的思維面對困境，開發個

人潛能，進而提升生活品質。其核心理念是以希望為基礎，旨在營造快樂與幸福

（林育陞，2020；陳虹妃等人，2021）。正向組織學的內涵承襲自正向心理學理論

基礎，強調實踐正向領導的重要性，通常以綜觀的方式運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

來分析組織層面的議題，正向組織學的研究主題大多與組織的積極程度密切相關

（Bakker & Schaufeli, 2008; Buller, 2013; Cameron & Plews, 2012; Luthans & Avolio, 

2009）。正向組織行為學注重領導者和成員的發展，旨在提升工作表現，偏好選擇

具有實證研究支持和理論基礎的正向心理學議題，如希望、自我效能和復原力，同

時，將樂觀主義納入正向心理資本，以促進組織績效。正向組織行為學的內涵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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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至心理學理論；主要著眼於微觀層面，研究組織成員如何促進組織績效，正向組

織行為學的研究主題大多與個人心理素質密切相關（Bakker & Schaufeli, 2008; 

Luthans & Avolio, 2009）。

參考相關研究之分類，正向領導分為正向關係、正向意義、正向溝通、正向

氣氛四個構面（姚麗英，2018；陳嘉敏，2019；廖麗嬌等人，2019；Boekestein, 

2016; Donaldson & Ko, 2010）。「正向關係」係指校長平時與學校成員相處中要建

立正向友好的人際關係，當學校遭遇難題時，校長能夠不推卸責任，並帶領學校成

員共同以正向的角度看待事情、解決困難；「正向意義」係指校長塑造學校願景、

發展學校特色都是以正向的價值為出發點，並透過正向、積極的領導方式經營學

校；「正向溝通」係指校長運用本身正向的特質，以正向的言語時常肯定、讚美、

鼓勵學校成員，當給予學校成員意見時會使用委婉、不做人身攻擊的言語，同時，

校長應時常以身作則，將正向的價值觀帶給學校成員；「正向氣氛」係指校長為使

學校成員充滿感恩、互助、友善，學校環境應營造為溫馨、正向、自信的氣氛，並

且要使學校成員願意且認同校長的辦學理念。

二、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意指教師透過多元的進修管道提升教學、學科等相關專業，致

力培養與發展自身的知識、技能、角色認知與自我效能，目的為促進學生的學習成

效，而且教師專業發展的過程要不斷改進、更新，達到終身學習（林弘昌、陳彥綸，

2019；孫志麟，2022；黃嘉莉、謝傳崇，2022）。教師專業發展不僅是教師改變知

識、技能和態度，還被賦予期望能將所思所學融會貫通並應用於教學日常，以促進

學生學習、改革學校教育、幫助社會變遷（張志瑋，2022；馮莉雅等人，2020；

Sancar et al., 2021）。

在 1960年代美國教育改革當時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勞工組織在《關於教師

地位的建議書》中提到：教師工作屬於專業性質，應該要提升教師的地位及促進專

業成長（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66），造

就 1996年「教師專業發展」一詞的誕生，歐美各國於 1970-1980年代，陸續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我國的教育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從 2006年開始，在 2016年

更公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主張教師在職進修制度、教師評鑑、規劃

教師素質與績效管理機制及制定教師專業標準等（教育部研究發展委員會，2011；

教育部，2012；教育部，2016）。在我國法律條文中，如《教育基本法》（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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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2013）第 8 條、《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教育部，

1996╱ 2020）第 3條、《教師法》（1995╱ 2019）第 31、32、33條等，可以看見

保障及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影子，顯現近年我國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視。

教師專業發展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有著密切的關聯。永續發展目標涵蓋圍

廣泛，其中永續發展目標第 4項（SDG4）（優質教育）主要是確保包容且公平的

教育，並促進終身學習機會，以支持可持續發展（United Nations, 2015）。教師專

業發展的目的之一是提高教師的專業素質和教育能力，培養教師具備優質的教學能

力和知識，發展多元化的教育內容和方法，以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服務（林湘芸、黃

靖文，2019；邱憲義、蕭佳純，2019；黃嘉莉、謝傳崇，2022），有助於實現

SDG4中要求的全面教育，包括提供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性的教育機會。

歸納相關研究發現：教師專業發展共分為課程教學、班級經營、研究進修、

專業精神四個構面（陳美純、吳貞慧，2019；馮莉雅等人，2020；黃靖文等人，

2023），「課程教學」係指教師需具備學科的專業知識、實務性的課堂教學技巧及

規劃課程的能力；「班級經營」係指教師能透過瞭解班級的特性與個別學生的差異，

運用自身的教師專業知識，找出合宜的帶班方式，並針對每位學生提供不同的協

助；「研究進修」係指教師利用空閒時間，積極向上參加各項校內外增能活動，提

升與教師工作相關等能力，利用進修所學之能力幫助學校及學生；「專業精神」係

指教師工作具有專業性與終身性，工作時秉持積極上進、教育熱忱、終身學習的態

度，完成工作事務並盡力協助校內一切事務。

三、教師創新教學

創新教學意指教師跳脫傳統教學框架，利用多元教學策略，開創新的教學模

式，提升學生學習的動力、改善學生學習的表現、增加學生的創造力，並適時引導

學生找出學習問題，協助學生建構知識（陳嘉彌、陳淑芳，2021；黃建翔、吳清山，

2021）。在創新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應以學生為主體，重新思考教學的策略與方式，

利用各式教育資源學習新技能，設計出差異化的教材，實現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標，

雖然創新教學中，教師會遭遇一些難題，但還是要穩住本心、持之以恆，讓實現多

元化的教學目標充滿希望，真正達成有效教學（翁暄睿、陳慧綺，2020；謝傳崇、

張進昌，2020；Bergmann & Sams, 2014）。除此之外，老師也能夠運用社交媒體，

以有意義的正面理解來展示教學，從而發展出創新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取得更好的

學習成果（Pegrum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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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創新教學的理論基礎有：智力三元論與多元智能理論，前者為 Sternberg

於 1985年所提出，他將智力分為分析智力、實用智力、創造智力三種，教師在面

對困難時，可以利用此三種智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創造更好的處事方案（高

振耀，2012）；後者為 Gardner在 1983年提出，他將人類智能分為九種：語文、

邏輯數學、空間、肢體運作、音樂、人際、內省、自然觀察、生命存在，而教師在

規劃創新的教學方案時，最好能納入班上每一位學生擁有的智能，讓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更有自信心、提升學習成就感（朱允文，2022）。

近幾年教育改革十分重視教師創新教學，本研究綜合相關研究將教師創新教

學分為教學理念、教學策略、教學內容、教學評量四個構面（姚麗英，2018；翁暄

睿、陳慧綺，2020；黃建翔、吳清山，2021；謝傳崇、張進昌，2020），「教學理

念」係指教師自身要跟上環境的變化，積極努力學習新知識，將吸收的新知識與舊

知識靈活結合運用，使自身具備創新的教育思維。「教學策略」係指教師學習、觀

摩、創造不同的教學方式後，將其所學運用在課堂中，根據學生的特性，使用不同

的教學方式，吸引學生注意力。「教學內容」係指教師設計多元的課程教材，依照

學生不同的程度，給予適當教材，達到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標。「教學評量」係指教

師對於學生的評量分數，會依照學生能力的差異，給予合適的評分標準，並使學生

能夠專注自身目標的達成，培養學習的自信心。

四、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創新教學相關研究

（一）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

正向領導強調領導者透過樂觀、關懷、肯定與支持，營造積極的組織氛圍，

進而激發成員潛能（Cameron, 2012; Luthans & Avolio, 2009）。在教育場域的相關

研究中指出校長正向領導有助於教師創新教學，姚麗英（2018）以高中為例，發現

教師對創新教學理念的認同程度與校長正向領導密切相關，特別是在教學評量與課

程設計層面，校長的正向支持能有效提升教師的創新實踐。賴協志與吳清山（2015）

以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指出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並強

調正向環境能提升教師的教學意願與創新行動。蕭文智（2015）指出校長的正向溝

通與關懷領導不僅影響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也間接提升學生的創新表現與學校整

體發展。

從上述研究可見，三者皆肯定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創新教學的正向影響，但

其著眼點略有不同。姚麗英（2018）聚焦於教師的理念認同與教學評量實踐，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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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在制度與資源層面的支持；賴協志與吳清山（2015）則強調情境氛圍與教師心

理層面的互動關係；蕭文智（2015）則將焦點延伸至學生層面，指出正向領導的系

統性影響力。這些研究共同指出，正向領導不僅是一種領導風格，更有助於教師專

業發展、學生學習成效與學校整體績效。

校長正向領導能夠支持教師嘗試新的教學方法和策略，鼓勵他們從傳統的教

學模式中探索和尋找創新的教學方式（Macgregor et al., 2021; Vera et al., 2021），

透過提供相應的資源和支持，如教學設備、技術支援和專業發展機會，激發教師的

創新潛力。校長的正向領導可以建立一個安全和支持性的工作環境，使教師感到鼓

舞和放心嘗試新的教學方法。並提供反饋和評估機制，讓教師瞭解他們的創新教學

成果，彼此分享和交流教學經驗（姚麗英，2018；賴協志、吳清山，2015；

Cameron, 2012; Headen, 2013）。基於上述，正向領導可以激發教師的創造力和熱

情，推動他們在教學中探索新的方法和策略，從而提升教師創新教學。本研究提出

假設為：

H1：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創新教學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

校長透過積極、鼓舞與關懷的正向領導行為，能激發教師的專業成長動能與

教學投入意願。王妍蘇（2019）指出，校長若能在日常互動中展現正向語言與行為，

將有助於提升教師對專業學習的認同與參與度，進而促進其教學實踐的創新與深

化。此觀點跟黃建翔與吳清山（2021）研究結果相符，該研究發現校長的正向領導

風格能夠營造積極的學校文化氛圍，進而提升教師的專業承諾與組織認同。林弘昌

與陳彥綸（2019）則從教師心理層面切入，強調校長若能提供資源支持與情緒回

應，協助教師在面對教學困境時進行反思與意義建構，將有助於教師在專業發展歷

程中發揮更大的潛能。

從比較觀點來看，王妍蘇（2019）及黃建翔與吳清山（2021）皆強調校長在

日常互動中所展現的正向行為對教師專業發展的直接影響，前者偏重於教師的主觀

感受與動機提升，後者則關注組織文化與教師行為之間的連動關係。而林弘昌與陳

彥綸（2019）則指出，正向領導的深層價值在於其能促進教師的自我覺察與專業反

思，進而轉化為教學實踐的創新動能。

校長的領導風格會影響教師充實自身的教育專業知能，校長與教師相處中應

留意自身的領導方式，多使用正向、正面的言語或行為鼓勵教師，提高教師專業發

展願意並進而為學校付出（王妍蘇，2019；黃建翔、吳清山，2021）。校長若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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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向領導，塑造積極的學習環境和正向組織氣氛，鼓勵教師參與專業培訓、研討

會和其他教育活動，學校提供資源和機會，支持教師進行研究、教學觀摩和反思，

透過教學評估和反饋，有助於教師認識自己的優勢和改進的方向，協助教師在困難

中，注重當下的感受並從中找出解決方法並發現意義，便能使教師在專業發展與成

長的過程中更發揮潛能（王妍蘇，2019；林弘昌、陳彥綸，2019）。基於上述，正

向領導可以激發教師的學習動機，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從而提升教學品質。本研究

提出假設為：

H2：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專業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

（三）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創新教學

多項研究指出，教師專業發展的程度高低直接影響其創新教學的能力與實踐

表現（翁暄睿、陳慧綺，2020；黃建翔、吳清山，2021；Dong et al., 2021）。其中，

研究進修與專業態度被視為影響教師創新教學素養與教學能力的核心構面。教師透

過專業發展活動能夠學習與掌握最新的教學理念、方法與策略，進而在教學現場中

靈活應用，提升教學的趣味性與有效性（Sancar et al., 2021）。

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並不僅止於知識與技能的更新，更在於其所促進的專業

交流與合作歷程。謝傳崇與王妍蘇（2019）指出，教師若能參與專業社群、研究小

組或跨校合作計畫，將有助於經驗分享與教學反思，進而激發創新思維與教學靈

感。這一觀點與 Sancar等人（2021）所強調的合作式學習文化相呼應，皆認為教

師間的互動與協作是創新教學實踐的重要催化劑。

進一步而言，學校所提供的支持性環境亦是影響教師專業發展成效的關鍵因

素。翁暄睿與陳慧綺（2020）指出，教師若能在一個具備資源支持、領導鼓勵與

文化開放的環境中進行專業學習，其創新教學的意願與能力將顯著提升。該研究

亦發現，教師對教學理念的創新程度，是預測其創新教學行為的關鍵變項，顯示

理念轉化為實踐的過程需仰賴持續的專業發展與組織支持。此外，教師專業發展

亦提供教師反思與評估自身教學實踐的機會。黃嘉莉與謝傳崇（2022）指出，透

過系統性的教學反思與同儕回饋，教師能夠調整教學策略，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這種反思導向的專業發展模式，不僅強化教師的教學自覺，也有助於教學創

新的持續深化。

近年研究亦開始關注教師專業發展與永續教育之間的連結。黃建翔與吳清山

（2021）指出，教師專業發展若能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核心價值，

將有助於培養教師具備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知識、技能與態度。教師可透過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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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將永續議題融入課程設計與校園實踐，進而引導學生關注社會與環境議

題，實現 SDG4所倡導的優質教育目標。

綜合而言，教師專業發展對創新教學的影響具有多重層面，不僅促進知識與

技能的更新，也強化教師間的專業對話與合作，並透過反思與評估機制深化教學實

踐。不同研究雖聚焦面向略有差異，但皆一致指出專業發展是連結教師個人成長與

教學創新的關鍵橋樑。本研究提出假設為：

H3：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師創新教學有顯著正向影響。

（四）教師專業發展之中介效果

近年來的研究指出，教師專業發展在多種教育變項之間具有中介效果，能有

效連結組織領導與教學實踐之間的關係（林湘芸、黃靖文，2019；邱憲義、蕭佳純，

2019；陳志偉、湯家偉，2020；黃靖文等人，2023）。儘管國內對教師專業發展的

探討已相當豐富，但目前尚缺乏針對其在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之間所扮演

中介角色的系統性分析。因此，進一步探討教師專業發展在此三者關係中的轉化功

能，將有助於深化對教育領導與教學創新的理解。

校長的正向領導行為，如積極鼓勵、正面溝通與情感支持，能夠營造出一種

安全且具激勵性的學校氛圍，使教師感受到被重視與信任，進而提升其參與專業發

展活動的動機與意願（林弘昌、陳彥綸，2019；黃建翔、吳清山，2021）。這種領

導風格不僅強化教師的組織歸屬感，也促進其持續學習與自我提升的動能。

另一方面，教師專業發展能夠提供教師更新教學知識、強化教學技能與重塑

教學態度的機會，使其更能因應教學現場的多元挑戰。透過參與研習、教學觀摩、

專業社群與反思活動，教師得以拓展教學視野，學習新策略與工具，進而提升創新

教學的實踐能力（翁暄睿、陳慧綺，2020；黃建翔、吳清山，2021；Dong et al., 

2021）。此外，教師在專業學習社群中的互動與合作，也有助於知識共構與創新思

維的激發（陳志偉、湯家偉，2020；張文權、范熾文，2021）。

綜合上述，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之間的關係，並非單向的直接作用，

而是透過教師專業發展作為中介機制而得以實現。校長所提供的正向支持與資源，

促進教師投入專業成長歷程，而教師在此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能與信心，則轉化為創

新教學的實踐行動。教師專業發展在此扮演關鍵的橋樑角色，不僅連結領導與教

學，更強化整體學校的教學品質與教育效能。

此外，教師專業發展亦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4（優質教育）密切相關。

透過強化教師的專業素養與教學能力，教師得以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中融入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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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核心價值，引導學生關注社會、環境與全球議題，進而實現教育的永續性與

全面性。由此可見，校長正向領導透過教師專業發展的中介作用，不僅促進創新教

學的實踐，也有助於推動教育品質與永續發展的整體目標。本研究提出假設為：

H4：教師專業發展對於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具有中介效果。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創新教學之

影響，進一步探討教師專業發展在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之間關係所扮演之

中介角色，下圖 1為本研究之觀念性模型。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H1：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創新教學有顯著正向影響。

H2：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專業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

H3：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師創新教學有顯著正向影響。

H4：教師專業發展對於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具有中介效果。

圖 1
本研究架構

校長正向領導

1. 正向關係

2. 正向意義

3. 正向溝通

4. 正向氣氛

教師專業發展

1. 課程教學

2. 班級經營

3. 研究進修

4. 專業精神

教師創新教學

1. 教學理念

2. 教學策略

3. 教學內容

4. 教學評量

H4（中介）

H1

H3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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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選取屏東縣公立國小教師作為研究母群，包括正式教師、代理教

師、代課教師等。根據 111學年度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公告所屬地區公立國小數目，

國民小學（含分校）有 178所，班級數有 1,827班，教師編制總數有 3,428人。本

研究採分層隨機抽樣，但因研究經費有限，以縮小比例方式抽取樣本學校，進行方

式為依據屏東縣國小學校規模數量，算出各自學校規模占比後以相對比例抽取樣本

學校，其學校規模抽取比例為：全校 6班（含）以下有 110所，占比為 62%、全

校 7-12班有 26所，占比為 15%、全校 13-24班有 30所，占比為 16%、全校 25班

（含）以上有 12所，占比為 7%，分別對應抽取 19、5、4、2所學校，共計抽取

30所學校，而後從樣本學校中隨機抽取教師作為研究對象，共計 380人作為研究

對象。

本研究預試問卷以分量表題項的 3-5倍為原則（吳明隆、凃金堂，2011；

Comrey, 1988），共選取 63位教師，實際施測後回收 60份問卷，無效問卷 3份，

預試問卷回收率為 95.2%。而正式問卷抽樣人數，教師人數總計為 3,428人，扣除

預試問卷教師人數 63人後，實際以 3,365位教師作為樣本母群體，依據 Dillman公

式（Dillman, 2000），在 95%信賴區間與 5%誤差下，計算出需要 345位樣本，為

避免回收率低，本研究共發放 380位教師，實際施測後收回 371份問卷，無效問卷

0份，正式問卷回收率為 97.6%。

表 1為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分析，「女性」多於男性，占 69.3%；在年齡方面，

以「41-50歲」為最多，占 41.0%，其次為「51（含）歲以上」占 35.0%，「31-40歲」

占 14.3%；在服務年資方面，多集中在「21-30年」，比例占 42.6%，其次為「10（含）

年以下」占 25.6%，「11-20年」占 19.7%；在教育程度方面，超過半數集中在「碩

士」占 64.7%，「大學」占 34.0%；在學校規模方面，多集中在「13-24班」占

32.6%，「25班以上」占 25.9%，「6班以下」占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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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樣本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n=371)

問項 類別 樣本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女性

114
257

30.7
69.3

年齡

30(含 )歲以下
31-40歲
41-50歲
51(含 )歲以上

36
53

152
130

9.7
14.3
41.0
35.0

服務年資

10(含 )年以下
11-20年
21-30年
31(含 )年以上

95
73

158
45

25.6
19.7
42.6
12.1

教育程度

學士

碩士

博士

126
240

5

34.0
64.7
1.3

學校規模

6班 (含 )以下
7-12班
13-24班
25班 (含）以上

93
61

121
96

25.1
16.4
32.6
25.9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內容包含四個部分：「基本資料」、「校長正向領導量表」、「教

師專業發展量表」、「教師創新教學量表」，除了基本資料 5題項為類別選項，

各個變數題項之衡量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數字從 1表示「非常不同意」到 5表

示「非常同意」。為了使本研究問卷具備良好信效度，函請二位理論界的學者與

三位實務界的專家進行專家內容效度審核，刪除不適合的題項，保留適合的題項

進行後續研究。

本研究對於正向領導的構面主要參考國外文獻之分類（Boekestein, 2016; 

Cameron, 2012; Donaldson & Ko, 2010），包括四個構面：正向關係、正向意義、正

向溝通、正向氣氛。對於正向領導之問卷題項衡量主要改編自國內文獻，例如，姚

麗英（2018）、陳嘉敏（2019）、廖麗嬌等人（2019）、謝傳崇等人（2017）。正

向關係有四個題項，衡量校長透過鼓勵、尊重與理念分享來建立良好的人際連結，

聚焦於：給予具建設性的回饋與肯定；維繫尊重與信任的工作互動；分享積極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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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理念；面對挑戰時展現正面態度，發揮支持性領導力。正向意義有四個題項，

強調校長能賦予學校發展以價值與願景導向，涵蓋內容如下：校務規劃時導入正向

價值觀；與教職員共同形塑有意義的教育目標；定期審視學校活動的教育內涵；把

辦學視為使命而非個人利益，展現領導的道德典範。正向溝通有四個題項，衡量校

長溝通方式能促進開放、尊重與正向回饋的文化，包含：對不同意見給予正向回應；

堅守理性對話原則，不人身批評；主動公開肯定教師表現；藉由建設性的溝通促進

教師自我覺察與改進。正向氣氛有四個題項，著重於校長能營造出友善支持的學習

環境，內容涵蓋：創造溫馨、和諧的校園氛圍；獲得同仁支持，形成團隊共識；表

達對教職員努力的感謝與肯定；和教職員一起學習、共同成長，展現共同體精神。

本研究改編自其他相關文獻之問卷（陳美純、吳貞慧，2019；馮莉雅等人，

2020；黃靖文等人，2023），教師專業發展共分為課程教學、班級經營、研究進修、

專業精神四個構面。課程教學包括四個題項：具備教授專門科目的專業知識與教學

技巧；掌握最新教育趨勢並融入課堂實踐；將學生生活經驗有效結合於課程設計中；

教學內容能引發學生學習的成就感與投入感。班級經營包括四個題項：建立合宜規

範，營造溫馨友善的班級氣氛；掌握學生的身心狀況並提供即時協助；對突發狀況

之應變處理能力；與家長維繫良好互動，獲得溝通與支持。研究進修包括四個題項：

積極參與課外研習、教師進修活動；關注教育議題與趨勢，主動涉獵教育資訊；能

夠自我省思並調整教學策略；將研究或進修所學應用於實際教學或班級管理中。專

業精神包括四個題項：對教育工作的熱誠與責任感；主動支持學校推展各項教育政

策；尊重教育倫理與法規；樂於與同仁協作規劃與執行校內外教育活動。

本研究改編自相關文獻的問卷（姚麗英，2018；翁暄睿、陳慧綺，2020；黃

建翔、吳清山，2021；謝傳崇、張進昌，2020），教師創新教學的衡量分為教學理

念、教學策略、教學內容、教學評量四個構面。教學理念包括四個題項：清楚創新

教學的核心理念與實施方式；教學行為契合創新教育的精神與模式；樂於與他人交

流、分享教學方法；曾因創新教學獲得肯定與正向回饋。教學策略包括四個題項：

勇於嘗試多元教學方式以激發學習動機；活用知識提升學習趣味性；針對學生差異

進行適性引導；主動營造有利學習的教學環境與氣氛。教學內容包括四個題項：能

依據不同課題與學生需求設計創新教案；提供學生多元的思考與理解途徑；善用科

技媒體輔助教學；強調課程對學生創意思維的培養。教學評量包括四個題項：使用

多元評量工具評估學習表現；依學生差異調整評量準則；鼓勵學生互評以促進互動

學習；設計開放式題型引導學生展現多面向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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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效度檢定

表 2為信效度檢定，根據 Cronbach’s α值和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對問卷的信度進行評估，各量表的α值在0.85至0.96之間，CR值在0.85至0.96

之間，皆高於 0.70的標準（Hair et al., 2020），顯示變項的測量具有可靠性和一致

性。在收斂效度方面，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專業發展和教師創新教學的所有參數估

計皆顯著（p< 0.05）。根據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校長正向領導的因素負荷量

在 0.94到 0.95之間，教師專業發展的因素負荷量在 0.87到 0.88之間，教師創新教

學的因素負荷量在 0.91到 0.94之間，所有變量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70的水

平（吳和堂，2020；Hair et al., 2020）。各變數平均萃取變異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在 0.69至 0.90之間，高於 0.50的標準，測量指標能夠充分反映出

共同因素概念的潛在特徵。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符合收斂效度的要求（陳寬裕，

2018；Hair et al., 2020）。

表 2 
信效度檢定

變數 Alpha CR AVE

校長正向領導 0.96 0.96 0.90

正向關係 0.96 0.96 0.90

正向意義 0.91 0.91 0.78

正向溝通 0.91 0.91 0.79

正向氣氛 0.91 0.91 0.78

教師專業發展 0.90 0.90 0.76

課程教學 0.85 0.85 0.69

班級經營 0.86 0.87 0.71

研究進修 0.86 0.86 0.70

專業精神 0.87 0.87 0.72

教師創新教學 0.94 0.94 0.84

教學理念 0.88 0.88 0.74

教學策略 0.88 0.89 0.74

教學內容 0.86 0.86 0.70

教學評量 0.87 0.87 0.72

註：CR為組合信度；AVE為平均變異萃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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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為本研究變數的相關係數表與區別效度分析，區別效度檢驗方式是每個

構面的平均萃取變異量平方根大於該構面與其他構面的相關係數，儘管少數構面的

相關係數高於平均變異萃取量的平方根，但每個構面的平均變異萃取量平方根大於

各構面相關係數的個數需占整體比較個數的 75%以上仍符檢驗準則（陳寬裕，

2018；Fornell & Larcker, 1981; Hair et al., 2010）。各變數之平均萃取變異量平方根

計算出之數值介於 0.829至 0.947之間，大於各變數間的相關係數，此外各變數的

交叉負荷量均小於其構面的因素負荷量，因此本研究問卷具有區別效度。

表 3
相關係數與區別效度

構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正向關係 0.947

2.正向意義 0.949 0.885

3.正向溝通 0.941 0.842 0.886

4.正向氣氛 0.950 0.870 0.872 0.882

5.課程教學 0.425 0.428 0.386 0.413 0.829

6.班級經營 0.405 0.398 0.384 0.381 0.717 0.842

7.研究進修 0.389 0.393 0.365 0.368 0.688 0.664 0.837

8.專業精神 0.478 0.474 0.438 0.474 0.668 0.671 0.728 0.846

9.教學理念 0.449 0.460 0.416 0.432 0.737 0.591 0.702 0.669 0.859

10.教學策略 0.449 0.456 0.418 0.424 0.737 0.681 0.726 0.757 0.797 0.862

11.教學內容 0.447 0.447 0.427 0.433 0.719 0.613 0.723 0.674 0.826 0.793 0.836

12.教學評量 0.428 0.424 0.413 0.400 0.664 0.634 0.660 0.667 0.735 0.778 0.824 0.847

註：對角線數值為平均變異萃取量之平方根；下三角數值為 Pearson相關係數。

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直接效果檢定

本研究進行 bootstrapping分析，以線性結構模式來檢驗各變項間之影響關係。圖

2為模式路徑係數圖，依據 Cohen（1988）的建議，標準化路徑係數代表因果關係強

弱，決定係數R2值代表內因構面的變異解釋量，R2值愈大表示模型的解釋能力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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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可得知，教師專業發展的 R2值為 0.234，教師創新教學的 R2值為 0.733，各構

面之間具有良好的解釋變異量，顯示本研究模型解釋能力良好（Cohen, 1988）。

表 4呈現路徑係數之顯著性檢定以及信賴區間估計數據。圖 2與表 4顯示，

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創新教學的直接效果值為 0.093，且達顯著水準（p < 0.01），

假設驗證支持 H1；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專業發展的直接效果為 0.484，且達顯著水

準（p < 0.001），假設驗證支持 H2；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師創新教學的直接效果為

0.807，且達顯著水準（p < 0.001），假設驗證支持 H3。上述結果指出學校校長進

行正向領導，能夠促進教師專業知能提升與學習成長，帶動教師專業發展。此外，

教師專業發展有助於正面提升教師創新教學。

二、中介效果檢定

由於校長正向領導對於教師專業發展之關係以及教師專業發展對於教師創新

教學之關係，經模式驗證後均有正向顯著關係，且由表 4可看出，校長正向領導經

由教師專業發展而影響教師創新教學之間接路徑具有顯著性（β= 0.391，t值

=11.048，p < 0.001），因而符合進一步驗證中介效果的先決條件。

本研究採用 Nitzl等人（2016）提出的解釋變異量比例（variance accounted for, 

VAF）公式來檢驗間接效果，當 VAF > 80 %屬於完全中介，VAF介於 20-80 %屬

於部分中介，而 VAF < 20 % 無中介效果。由表 4-1可知，正向領導對教師創新教

學之直接效果值為 0.093，間接效果值為 0.391，依據此公式計算，得出正向領導經

由教師專業發展而影響教師創新教學之VAF為 80.78% 「0.391 / (0.093 + 0.391) 」，

表示教師專業發展具有完全中介效果（Hair et al., 2020; Nitz et al., 2016），因而假

設 H4成立，因此，確認教師專業發展在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之間具有中

介效果，研究結果為支持假設 H4。

表 4
路徑係數之結果彙整表

路徑 影響效果 假設

驗證指標 路徑係數 誤差 顯著 t值 顯著 p值

H1：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創新教學 0.093 0.033 2.804 0.005 支持

H2：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專業發展 0.484 0.041 11.884 0.000 支持

H3：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創新教學 0.807 0.027 29.788 0.000 支持

H4：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創新教學 0.391 0.035 11.048 0.000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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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模式路徑係數圖

課程教學

正向關係

校長正向領導

教師專業發展
(R2=0.234)

教師創新教學
(R2=0.733)0.093**

0.484*** 0.807***

正向意義

正向溝通

正向氣氛

班級經營 研究進修 專業精神

教學理念

教學策略

教學內容

教學評量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模型解釋力

在 PLS-SEM 中，整體模型配適度可由標準化均方根殘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規範適配指數（NFI）以及殘差協方差平方根（rms-

theta）進行評鑑（Hair et al., 2017）。本研究之 SRMR值為 0.057小於 0.08，NFI 值

為 0.915，超過 0.90 的門檻值。rms-theta 值為 0.126，介於 0.12 到 0.14 的範圍內，

代表本研究之整體模型適配程度良好（Hair et al., 2017; Henseler et. al., 2015）。

模型解釋力指標包含決定係數 R2值與解釋效果值 f 2。R2值可用來衡量結構模

型中，自變項能解釋依變項的程度，Hair等人（2020）認為當 R2 < 0.25時，代表

模型之解釋力稍弱，當 0.25 ≤ R2 < 0.5時，則表示模型具有中度解釋力，當 R2 ≥ 0.5

時，則代表模型具有高度解釋力。由圖 2可知，教師專業發展之 R2值為 0.234，解

釋力稍弱，教師創新教學之 R2值為 0.733，大於 0.5以上之標準，屬於高度解釋力。

依據 Cohen（2013）建議，當解釋效果值 0.02 ≤ f 2 ≤ 0.15時，是為低度效果，

當 0.15 ≤ f 2 ≤ 0.35時，是為中度效果，若 f 2 > 0.35時，則稱為高度效果。校長正

向領導對教師創新教學之解釋效果值 f 2為 0.025，屬於低度效果，校長正向領導對

教師專業發展之 f 2值為 0.306，屬於中度效果，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師創新教學之 f 2

值為 1.866，屬於高度效果之水準。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中自變項對依變項具有低

度至高度以上之效果，變項之路徑間的預測力及解釋力符合PLS-SEM的適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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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討論

（一）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創新教學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發現校長的正向領導可以激勵和支持教師進行創新教學，相關研究指

出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呈現正相關（姚麗英，2018；賴協志、吳清山，

2015；Macgregor et al., 2021），本研究亦有相同的研究發現，顯示校長正向領導

會提升教師創新教學能力（蕭文智，2015）。在科技和社會價值觀的不斷發展中，

現代教育強調反思和批判性思維的培養，成為培育學生全面發展的關鍵，國小教師

愈來愈關心校長領導的意義，認識到領導方式不僅關乎組織效率，更塑造學校氛圍

和提升教學品質，因此，當領導展現出正向意義，如尊重教師專業、鼓勵創新和協

作，教師支持度提高等，這種良好氛圍會激勵教師參與學校事務，共同促進學校發

展（Vera et al., 2021），所以領導者應注重領導策略背後的價值，以贏得教師支持，

推動學校進步。

（二）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專業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發現校長的正向領導可以提供相關的培訓和資源，支持和促進教師專

業發展，幫助教師學習和應用新的教學策略和方法。此與相關研究指出校長使用正

向領導對教師專業發展呈現正面影響性（林弘昌、陳彥綸，2019；黃建翔、吳清山，

2021）的結果具有一致性，表示校長的領導風格會影響教師充實自身的教育專業知

能（王妍蘇，2019），因此，校長應多使用正向積極的領導行為鼓勵教師，提高教

師專業發展願意為學校貢獻心力（謝傳崇、葉秋眉，2021）。國小教師若要在在職

期間不斷提升自我專業能力，需積極參加相關進修和研習活動，與同行交流分享，

更新知識以因應教育環境變化，因此，校長須扮演鼓勵和支持角色，創造積極領導

氛圍，激勵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在制定校內專業發展計畫時，應考慮教師需

求，提供多元培訓機會，促進學校整體發展和教學品質提升。

（三）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師創新教學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符應相關研究之結果，這些文獻指出教師專業發展有助於促進教師創

新教學（翁暄睿、陳慧綺，2020；黃嘉莉、謝傳崇，2022；黃建翔、吳清山，

2021；Dong et al., 2021），教師專業發展使教師學習新知識和技能、促進專業交流

和合作、提供反思和評估機會，能夠激發教師的創新思維，從而促進創新教學（謝

傳崇、王妍蘇，2019；Sancar et al., 2021）。國小教師在創新教學課程設計中需具

備充足的課程與教學知識，且與教育價值觀相符，這包括組織課程內容、理解教學



86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二十一卷第四期）

方法的價值取向，以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因此，教師應熟悉各種教學方法，並尊重

學生多元性，持續專業發展確保教學實踐與價值觀相符，引導學生應對複雜學習環

境。

（四）教師專業發展在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之間具中介效果

過去已有一些相關文獻指出教師專業發展在不同變項間具有中介效果，然而

缺乏探討教師專業發展在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之間的中介變項角色。本研

究價值與理論創新貢獻在於除了變項的直接效果之外，進一步論證教師專業發展在

校長正向領導和教師創新教學之間的關係扮演中介角色。本研究發現與其他相關文

獻研究（邱憲義、蕭佳純，2019；陳志偉、湯家偉，2020；黃靖文等人，2023）皆

指出教師專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中介效果，能夠豐富關於教師專業發展領域之研究內

涵。在十二年國教及現代社會對教師素養的重視下，正向的校長領導和教師專業發

展可能對教學創新產生深遠影響，究其原因為校長提供教師援助和建議，有助提升

教師教育專業能力，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機制的轉化，使教師在實施創新教學更順

利，例如：教師經專業課程訓練後，能更好地因應學生特質進行差異化教學，滿足

學生學習需求，提高教育品質，而且透過持續專業發展，讓教師不斷更新教學方

法，以實現學生全面發展。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發現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創新教學與教師專業發展皆有顯著正向影響。

當學校組織導入正向心理學理念，能有效強化校長領導與教師成長之間的連結。校

長若能運用正向領導策略，營造支持性與欣賞導向的環境，將有助於激發教師內在

動機，進而提升其在課程設計、班級經營、研究進修與專業倫理等面向的專業知

能，促進創新教學的實踐。此結果顯示，正向領導不僅能提升教師的教學表現，也

有助於建構積極向上的教育文化。

進一步分析教師專業發展對創新教學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兩者之間存在顯

著正向關係。教師在獲得正向心理資源的支持與肯定後，更能有效轉化校長正向領

導的影響力，實現創新教學目標。專業發展不僅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與素養，也使

其能在課程判斷與教學品質上持續精進，進而建構一個積極向上、持續成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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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此結果強調，教師專業發展是推動創新教學的重要基礎，值得學校持續

投入與支持。

最後，本研究驗證了教師專業發展在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之間所扮

演的中介角色。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專業發展不僅是校長領導影響力的延伸，更是

促進創新教學的關鍵橋樑。在十二年國教與永續教育理念的推動下，教師需具備終

身學習的態度與能力，以實現 SDG4「確保人人享有優質教育並促進終身學習」之

目標。因此，學校應積極支持教師專業發展，強化其教學素養與創新能力，以提供

更優質的教育服務，並促進整體教育系統的永續發展。

二、研究建議

（一）建立正向領導策略，鼓勵教師創新教學

在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之下，教育趨勢朝向永續優質教育發展，為達成永

續教育 SDG4的目標，校長應建立正向領導策略，需具正向意義之目標，創造一個

積極的學習環境，建立正向關係，讓教師感到安全和受到尊重，塑造正向溝通與正

向氣氛，形成鼓勵創新和分享的文化。本研究發現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創新教學有

顯著正向影響，校長正向領導領導作為能夠帶領教師朝正向的願景前進，提供教師

所需的支持和協助，鼓勵教師嘗試新的教學方法和創新的教學策略，使教師彼此交

流合作，共同探索和實踐創新教學方法，提高創新教學的效果。

（二）構建行政教學溝通平臺，尊重教師專業自主

本研究發現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專業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校長以正向領導

策略與學校教師維持良好正向關係，建議學校能夠構建行政與教學之間的溝通平

臺，尊重教師自主，召開校園討論會議，促進校長與教師間對話，建立專業發展平

臺，鼓勵教師參與增能活動，彼此分享學習心得，使教師更安心積極成長。

（三）提升教師專業發展，促進創新教學策略

本研究發現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師創新教學有顯著正向影響。教師專業發展鼓

勵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探索創新方法和教育技術，建議教師應在教學前檢視自身的教

學理念，思考教育目標，並設計適切的創新教材，將其融入課程教學之中。教師在

設計新的教材時，需要基於學科知識，以展現教學與教材的價值，持續學習並運用

科技工具和數位資源，豐富教育相關知識，提供更具吸引力和有效的教學內容。在

強化教師專業發展知能的過程中能夠善用時間，保持積極學習態度、挑戰創新精

神，提高教育的質量和效率，促進創新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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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教師專業素養與能力，支持 SDG4實現

教師專業發展鼓勵教師進行終身學習，面對快速變化的教育需求和社會變革，

教師需要持續更新他們的知識和技能，並適應不斷發展的永續教育趨勢。本研究強

調教師專業發展對校長正向領導和教師創新教學之關係具有重要的中介角色，教師

專業發展提供教師所需的專業培訓和支持，幫助教師提升其教學能力，包括教學方

法、課程設計、評估和反饋等方面的專業培訓，教師具備優秀的教學能力能夠提高

學生的學習成果。例如：讓校外優良教育人員到校演講或者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相關

資訊等，並鼓勵學有所成之教師於校內公開分享自身教學策略，發展專業學習社群

促進教師交流，透過強化教師的專業素養，教師能融入可持續發展價值觀，並引導

學生在教學和校園實踐中關注和參與永續發展議題，從而推動全面教育，增進教育

品質和效果，促進永續教育目標之發展。教師專業發展在提升教師教學能力、促進

教育品質和均等機會、促進終身學習，以及促進教育創新和永續發展方面發揮著重

要作用，從而促進 SDG4的實現。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限制一為範圍與對象局限於屏東縣公立國民小學之教師，故研究結果

無法推論至其他縣市及學校其餘相關人員，建議未來研究在情況許可下，將研究範

圍跨及其他縣市或者進行全國之調查；研究對象可以針對不同學制之教師，例如國

高中等進行研究調查，讓研究更加完善。

本研究限制二為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但受試者在施測過程中

可能會因為自身身心狀況與周遭環境之因素，影響量化研究結果，建議未來研究可

適當加入質性方式。

本研究限制三為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專業發展屬於中度效果，校長正向領導

對教師創新教學屬於低度效果，研究發現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創新教學的直接效果

值為 0.093，雖然達到顯著水準，但數值不高，可能存在其他變項之影響，建議未

來研究可以選取不同變項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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